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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重构:数字平台背景下专业广告机构
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变革研究

任文姣

摘要:数字平台的崛起深刻重塑了广告行业与专业广告机构,广告从业者面临着职业

身份变革的压力与困惑。 研究引入制度逻辑理论,将其作为分析数字平台如何形塑职业身

份的视角,初步探究了当平台逻辑介入专业领域,从业者如何通过身份工作管理其职业身

份。 研究揭示了平台逻辑介入下职业身份的变革过程,即从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到职业身份

重构。 具体而言,研究发现这一时期从业者经历的两种主要的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存在意

义上的职业身份危机,职业地位的丧失。 为了扭转职业身份认同困境,从业者协商与平台

逻辑的关系,通过多种身份工作对职业身份进行重构:确立职业身份参照点,重新组织职业

身份实践。 前者包括回归“根本的专业价值”与发掘“初始愿景” 。 后者涉及建构基于可见

性的内容策划与生产模式,亲近受众促进网络化传播。 整体看,职业身份变革表现为从业

者在新的制度环境中调整与修正身份,这赋予了广告人身份更加丰富的意义。 本研究揭示

了平台逻辑与职业身份关系的复杂性及身份工作的异质性,这不仅深化了对数字平台背景

下职业身份重构问题的理解,还拓展了制度逻辑与职业身份研究边界。 此外,本研究提出

的研究路径可以为数字平台如何形塑专业人士的职业身份提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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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人类认知和行为研究领域,身份是关键的基础概念之一,它是认识与理解他人以及自我的方

式[1] 。 其中,职业身份( professional
 

identity)是个体作为某一专业成员的自我界定,与专业角色的践

行相关联[2] 。 职业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当外部环境的重大变革对专业人士的职业身份造成剧烈冲

击时,外部压力以及自身对职业身份的珍视可能会引发从业者改变认知、话语以及行为,以建构与修

正职业身份。
数字平台在社会发展中充当着“数字化中介”的角色,塑造着社会行为[3] 。 当平台扩散到不同领

域,会导致各个场域的实践发生制度化重塑,关键经济与生活部门经历的变化被称为平台化( plat-
formization) [4] 。 作为继大众传播媒介之后影响媒体及相关行业发展的制度力量,数字平台正驱动传

统专业广告机构发生持续性变革。 这种变革并非仅限于工作内容与方式的表层转变,更引发了从业

者职业身份认同的剧烈动荡。 这一现象可以用“广告认知先天不足—广告形态泛化—职业行为变

化—职业身份认同困境”这一简单因果逻辑链解释。 具体而言,广告实践领域对广告的认知存在着

先天不足,主要体现在过多关注广告形态的变化,未能抓住广告的本体[5] 。 随着数字平台的崛起,各
种形态的广告在短时间内涌现,显现出传播商品信息与促进商品购买的价值。 数字平台不仅是数字



广告场域的参与者更是主导者,它拥有定义标准的权力。 对于专业广告机构的从业者而言,传统职

业身份的合法性依据、职业规范、价值观等正在经历数字平台的深刻塑造。 广告认识的先天不足以

及数字平台的持续介入,共同导致了广告从业者强烈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与身份焦虑:经历了大众

媒体时代的他们困惑于“广告到底是什么” “我们做的是不是广告” “应该怎么做广告”等问题。
综上,专业广告机构正处于由数字平台构建的新制度环境中,构成传统职业身份的价值观、信

念、知识与技能等核心要素正在被数字平台深刻形塑。 然而,专业广告机构的从业者如何回应身份

变革压力,仍是现有研究尚未系统探讨的领域。 其中,缺乏将宏观环境与专业人士职业身份进行关

联的视角与工具是关键原因。 制度逻辑( institutional
 

logics)概念作为连接场域层面与微观个体行动

的重要纽带,已被证实是将宏观制度环境转化为可操作化意义系统的有效视角,有助于深入揭示职

业身份变化背后的机制。 基于此,本研究尝试使用制度逻辑概念,将数字平台这一复杂生态系统形

塑从业者职业身份的路径视为平台逻辑( platform
 

logics)介入下的个体职业身份管理,并基于专业广

告机构从业者的经验数据,初步探究了在平台逻辑持续介入并改变专业广告领域的,从业者如何通

过身份工作( identity
 

work)管理其职业身份。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问题

(一)职业身份与身份工作

职业身份的运作机制不同于其他类型的社会身份,其核心在于对专业自主权的关切以及对专业

价值观的坚守[6] 。 当宏观社会环境引发的重大组织变革导致这两大因素发生变动时,人们极有可能

会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出与以往不同的职业身份与认同。 身份工作常被用来揭示与呈现个体在特定

的社会情境中对身份进行的积极建构[7] ,其是指个人参与的一系列活动,以形成、修复、维护、加强或

修改他们的自我含义[8] 。 Caza 等基于身份工作模式与作用对象类型的综述,提出了一个综合定义:
职业与组织中的身份工作是指个体在其社会情境边界内,为形成、修复、维持、强化、修正或拒绝集

体、角色及个体的自我意义而进行的认知、话语、物质与行为活动[9] 。 一般而言,当社会转型带来组

织形式、工作内容和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变化,传统职业身份认同遭遇冲击与挑战时,从业者可能会通

过身份工作来回应工作环境的新要求以缓解身份冲突与危机[10] 。 关于身份工作,现有的研究已经

达成了以下共识:首先,身份工作本质上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11] 。 其次,多项研究同时表明,特定

的触发因素,如角色的转换,多重身份之间的张力以及高压工作环境都可能会引发强烈的身份建构

活动。 再次,身份工作并非完全私人化的行为,它产生于个体与环境的交汇处,这意味着尽管个人对

身份的选择有一定的自主权,但这些仍需要人际协商,并且始终受到社会情境的制约[12] 。
由于身份工作可以有效揭示与剖析社会环境变化对职业身份的影响,自提出以来,它已经被广

泛用于探究各类专业人士在应对职业身份认同冲击时的独特回应,如医生、护士、律师、教师等典型

职业群体,但以广告人这一职业群体为研究对象的身份工作文献较为匮乏。 数字平台的崛起以及它

与广告业的兴衰、广告专业人士职业身份的深度交织,为开展本研究提供了契机。 基于此,在数字平

台持续介入广告领域并造成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困境的背景下,本研究基于 Caza 等关于身份工作的

概念以及模式,试图识别与归纳广告人群体是否以及通过哪些身份工作管理其职业身份,从而进一

步深化与拓展身份工作及职业身份领域的相关研究。
(二)平台逻辑:一个分析数字平台如何形塑职业身份的视角

早期制度主义理论持有一种过度社会化的组织概念,后来的制度主义者一致强调,我们应该关

注组织的力量与能动性,特别是个人与组织在面对制度要求时的力量与能动性[13] 215 。 桑顿等人提

出,制度逻辑视角可用于分析制度、个体和组织在社会系统中的相互关系[14] 2 。 所谓制度逻辑,是指

那些社会建构的、历史形成的实践模式、假设、价值观、信念和规则,个人和组织通过这些要素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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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其物质生存条件、组织时间和空间,制度逻辑还为社会现实提供意义[15] 。 对本研究而言至关

重要的是,制度逻辑将场域层面的过程与个体层面的行动联系起来。 在场域层面,制度逻辑界定了

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可供选择”的适当规范和实践集合[16] ,它构成组织化原则,供组织和个人利用

与发挥[13] 93 。 从这个角度看,制度逻辑为行动者提供建构身份的词汇、价值观和信念,塑造人们作为

社会群体成员的自我定义和分类方式[17] 。 换言之,身份被认为是制度逻辑和个体行为之间的重要

纽带[18] 。 制度逻辑视角阐明了逻辑如何将个体身份与他们所处的制度联系起来,它尤其适合分析

新崛起的制度力量对特定专业人群职业身份的影响,因为当该领域的制度逻辑转变时,职业身份极

有可能随之调整。
在数字技术深度塑造社会发展的当下,数字平台已经从简单的工具性存在演变成主导人们生活

与生产实践的核心基础设施,其功能远超传统中介机构的范畴,展现出显著的组织力与支配力。 由

于平台类型复杂多样,且不同学科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对数字平台展开研究,因此,有必要阐明数字平

台的定义。 根据范·迪克等人的观点,本研究将数字平台定义为可编程的架构,旨在组织异质用户

间的互动,以实现数据的系统化收集、算法化处理、流通和货币化[19] 4 。 数字平台已经不仅是组织多

方关系的中心节点,它们还具备强大的技术能力,能够介入新兴市场,其核心组织逻辑主要围绕数据

收集与货币化展开[20] 。 数字平台概念可以从三个维度理解:数字化、中介性与可供性。 数字化体现

了平台经济朝着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中介性指的是平台的“连接作用” ,而可供性则强调平

台如何发挥自身功能[21] 。 尽管每个平台都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但它只有在作为一个更大的生态系

统运行的一部分时[22] 6-7 才具备塑造行业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从生态系统的视角来看,数字平台是

一个更大互联生态系统内的节点,该生态系统包含了各种利益相关者,他们共生互动并共同创造价

值。 需要指出的是,平台类型复杂多样,本研究只关注具有社交属性的主流数字平台。
尼古拉斯·凯拉认为,“如果‘大众’媒体主宰了 20 世纪,‘平台’媒体正在主宰当下” [23] 121 。 数

字平台正在通过特定途径塑造着各种行业的规范与组织内部结构,这种不稳定且动态的过程被称为

平台化[22] 13 。 传统行业的平台化现象引发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近几年陆续有学者聚焦数字平台这

一新的制度秩序对传统行业的影响[24] ,尤其是媒体与内容相关行业。 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传播实践

及相关流程正在受到平台的结构性制约[25] ,如新闻机构开始开展个性化新闻服务,使用自动化内容

管理系统。 还有研究发现平台压力与内容生产、受众呈现、新闻价值观等相互缠绕,这种现象被视为

平台在媒体行业中的基础设施化与制度化[26] 。 类似地,有研究指出大型媒体公司正日益与平台领

域的制度逻辑趋同,如采用第一方数据策略发展广告能力,建立并改进个性化与推荐功能[20] 。 进一

步,有学者将数字平台发挥的特定功能称为数字平台公司在媒体行业中施行的一套规则,并认为这

套规则区别于媒体逻辑,在当下具有更基础性的地位[27] 。 综上,从大众媒体时代过渡到数字平台时

代,从制度视角切入揭示数字平台对媒体与内容相关组织及个体行为的影响,成为深入探究数字平

台影响力的有效路径之一,这为本研究将数字平台视为一种新的制度逻辑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与文献

支持。 然而,现有的研究多聚焦专业组织层面的平台化现象,鲜少探讨数字平台是否以及如何形塑

专业人士的职业身份。 数字平台已经成为新广告场域的主导者,它对广告从业者日常工作的塑造不

仅仅体现在自身作为一种基础设施被使用,更在于其正在形塑特定的工作方式与职业习惯,即广告

人的实践视域需要以平台相关规则为基本参照点[28] 20 。 换言之,数字平台正在制造某种“参照观念

与规范” ,对广告从业者的专业素养以及做广告的方式提出了新的、不同的要求,进而可能引发职业

身份认同危机、职业身份边界的变迁以及新职业身份的生成等现象,这为本研究观察与剖析数字平

台环境中广告人群体的职业身份变革提供了契机。
综上,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引入制度逻辑理论,把数字平台界定为一种新的制度逻辑,

即平台逻辑。 具体而言,在专业领域,平台逻辑被视为新逻辑原型( archetype) ,本身包含可被识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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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要素:物质元素(结构、实践)和象征元素(意义、思想) [14] 12-13 ,它是一系列物质实践和符号构建

的结合,并体现在规则、规范和信念的维持及再生产实践中[18] 。 聚焦广告领域,就物质要素而言,结
构指平台逻辑影响下建构的组织架构与系统,如开展大数据与算法广告服务。 实践指个体或组织受

平台相关规则影响开展的具体行动,如关注热搜与网络热梗,并将其纳入内容创作中。 在象征要素

中,意义指平台逻辑相关的价值主张为个体或组织理解为何行动提供核心依据,如遵循互动原则,有
助于促进广告内容在数字平台中的扩散。 思想是指特定逻辑秩序塑造的观念体系,它是个体或组织

理解何为现实的模板,例如,受平台逻辑影响的群体倾向于将受众注意力本身视为稀缺资源[29] 。 不

过,构成制度逻辑的象征要素与物质要素的主要作用是识别与验证某种制度逻辑是否真实存在,二
者常常互相交织与相互构成[14] 13 。 因此,本研究并未从象征元素与物质元素二分视角切入,而是重

点关注平台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和使用方式,以及它如何形塑广告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知、身份行

为相关的新目标、实现目标的手段。 此外,平台逻辑是与数字平台相关的制度逻辑的复合体以及统

称,本身包含不同的子逻辑,本文无意归纳与分析所有子逻辑对专业广告机构从业者职业身份的

影响。
综上,鉴于现有的研究鲜少探讨更广泛的社会背景在塑造广告从业者职业身份中的作用,平台

逻辑与广告人的职业身份之间的关联尚未得到直接检验。 本研究采用制度逻辑视角,将数字平台这

一复杂的宏观制度环境形塑从业者职业身份的路径视为平台逻辑介入下的个体职业身份管理问题。
通过回到从业者的具体工作经验中,探讨当平台逻辑介入专业领域时,广告从业者如何通过身份工

作管理其职业身份。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半结构化访谈法(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method)收集数据,它是定性研究中最常使

用的访谈技术,适用于探究人们的认知、复杂问题以及敏感问题。 本研究使用主题分析法( thematic
 

analysis)分析收集到的数据,主题分析法既是解释现象学分析与扎根理论等方法论的核心组成部分,
也被视为独立的研究方法[30] ,用于识别、分析和报告数据中的模式。 所谓主题( theme) ,是指能捕捉

数据中与研究问题相关的重要特征,体现数据某种规律性的回应或意义[31] 。 本研究旨在初步探索

数字平台下专业广告机构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变化过程,既关注个体对经验的意义建构,又审视宏观

社会背景对意义的影响。
(一)数据收集

为了确保获取丰富的数据,本研究在回顾文献并明确研究问题的基础上,设计了访谈提纲,该提

纲主要围绕两大维度展开:广告从业者对数字平台崛起与自身职业发展关系的认知;数字平台对广

告从业者日常工作实践的具体影响。 本研究采用目的性抽样法( purposeful
 

sampling) [32] ,依据两个

标准筛选样本:受访者需亲身经历广告行业的平台化转型,有丰富的团队工作经验。 其中,专业广告

机构指的是专门从事广告策划、创作、投放等一系列营销活动的商业组织,通常,它们拥有专业的团

队和丰富的资源,为广告主提供全方位的广告服务。 需要指出的是,除各行业普遍设立了营销部门

外,国内社交媒体平台自身也是广告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鉴于广告行业与其他行业在规范、实践、意
识形态和组织形式方面存在明显差异[33] 37 ,该研究并未将这两类广告从业者纳入访谈中。 为了确保

数据的全面性与代表性,访谈样本涵盖了不同城市、不同岗位以及不同资历层次的从业者,共计 22
位。 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 1。 访谈时间为 2024 年 5 月至 2024 年 9 月。 所有访谈均通过视频会议远

程开展,在受访者同意的前提下,访谈过程全程录音。 此外,为实现数据的三角验证,本研究还搜集

了广告从业者的公开演讲、正式访谈以及个人撰写(公开发表)的文章,作为访谈材料的补充与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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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访者基本信息

编号 性别 工作内容 企业所属地 编号 性别 工作内容 企业所属地

F1 女 内容策划与制作 上海 M8 男 文案撰稿人 广州

F2 女 文案撰稿人 上海 M9 男 文案撰稿人 北京

F3 女 品牌咨询 上海 M10 男 创意执行 上海

F4 女 品牌咨询 上海 M11 男 创意总监 北京

M1 男 美术指导 广州 M12 男 文案撰稿人 上海

M2 男 创意执行 北京 M13 男 文案撰稿人 上海

M3 男 品牌咨询 上海 M14 男 美术指导 上海

M4 男 品牌咨询 上海 M15 男 广告拍摄 上海

M5 男 创意执行 上海 M16 男 创意总监 上海

M6 男 文案撰稿人 上海 M17 男 客户执行 上海

M7 男 品牌咨询 北京 M18 男 创意执行 上海

　 　

(二)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归纳法识别数据中的主题,数据按照 Kiger 与 Varpio 提出的六阶段法处理[34] 。 当受

访者谈论与数字平台相关的规则、规范或价值观影响他们对作为 / 成为广告人的认知与实践时,本研

究将其视为平台逻辑形塑职业身份的有力证据。 当从业者在谈论如何应对职业身份认同困境时,没
有明显显现出(话语层面)与平台逻辑的关系则将其标记为偏离平台逻辑。 为了确保生成的主题能

够充分代表整个数据集,当确定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的数据都被纳入编码方案、主题之间是连贯的、
额外的改进对研究问题不会产生实质性改变时[34] ,停止主题审查。 另外,本研究在编码的过程中与

受访者讨论归纳出的主题,以验证并增强被识别主题的可信度。
对访谈数据进行开放性主题编码后,提炼出相应范畴,部分编码结果见表 2。 经过三级编码,从

数据中归纳出两个大的主题:平台逻辑介入下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协商与平台逻辑的关系重构职

业身份。 总的来说,本研究不仅直接验证了数字平台作为一种制度逻辑广泛存在于广告人的职业身

份中,还揭示了平台逻辑与职业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 下文将结合具有代表性的原始数据进一步论

述本研究的核心发现。

表 2　 原始记录与初始概念编码表(部分)

原始记录 范畴 / 开放性编码

曝光量变成了硬通货。 ( M11) 可见成为职业地位被认可的核心标准

懂人性、懂表达、懂传播是我们广告人不可丢失的根本。 ( M8) 指出广告人的根本专业价值

常常从留言中获取创作灵感。 ( M9) 汲取受众的集体智慧

回到最原始的调查,去感受、对话、理解、求证。 ( M16) 亲近受众的科学方法

　 　

四、平台逻辑介入下的职业身份认同困境

分析结果揭示了平台逻辑介入下研究对象面临的两大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即存在意义上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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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危机,职业地位的丧失。 平台逻辑与广告从业者职业身份之间的关联得到了直接验证。
(一)存在意义上的职业身份危机

数字平台正在逐步瓦解媒体逻辑在广告场域中的核心地位,引发了专业广告机构从业者存在意

义上的职业身份危机。 平台逻辑并不是孤立地出现在受访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叙事中,本研究发

现,他们对广告人身份的理解以及专业实践深受媒体逻辑的塑造。 这主要体现在,大众媒体系统曾

经为专业广告机构从业者职业身份的建构提供了认知与行为框架。 广告人之所以成为专业人士,是
因为他们为之服务与使用的大众媒体机构为他们设定了这样的角色[35] 213 。 首先,广告业对心理学、
社会学等成熟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是服务于说服“大众” ,它本身是被大众媒体建构与塑造出

来的。 通过锚定定量研究和主动操控大众消费欲望,也即现在所谓的市场研究专业领域,广告为自

身的专业化发展找到了学术依据[36] 338 。 这是广告人所认同的专业身份的重要来源。 其次,大众媒体

是管理表征的关键场所,“中心化”的传播模式赋予了大众传播媒体建构共享表征的可能性,这深刻

形塑了广告从业者认识自我与界定自我的标准。 作为广告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服务于促进销

售的目的,而是通过大众媒体的持续宣传,广告逐渐形成了一种艺术形式和符号系统的总体影响力,
它具有对形成意识并提供思想和感情框架的总体作用[37] 19 。 概言之,无论是从专业身份的起源,还
是从广告人群体区分自我与其他群体的方式,了解与说服大众媒体塑造的“大众”是他们建构并认同

广告人这一职业身份的核心依据与框架。 根据斯科特的观点,在职业身份领域,一种制度模式的去

制度化,不仅与人们日益认识到“其是无效的”有关,也与一种具有挑战性的替代性制度逻辑的出现

有关[13] 176 。 在谈及身份危机问题时,多位受访者强调数字平台摧毁了通过大众传播渠道实现商品信

息“广而告之”的可能性,即数字平台的崛起直接导致了媒体逻辑的失效,依托于媒体逻辑建构起来

的身份认同岌岌可危。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在平台上发声,媒体已经碎片化到极致,广告内容传播已经无法达到过

去的效果,我们的根基没有了。 ( M3)
这一独特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反映了宏观层面制度的兴起与衰落如何导致了微观层面个体认

知与行为的变化。 具体而言,平台逻辑作为媒体逻辑的反面出现在受访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叙事

中:媒体逻辑代表了自上而下的控制式连接逻辑,平台建构的连接逻辑被视为是参与式的、自主式

的。 当下,后者被视为组织生产消费和吸引注意力的规划系统[23] 124-166 。 上述转变意味着数字平台的

崛起极大削弱了广告左右“大众”的可能性,传统职业身份认同的根基(专业知识类型与区别于其他

群体的依据)遭到根本性的瓦解,从业者体验到的不仅仅是失去“依靠大众媒体达到过去的效果” ,
更是存在意义上的职业身份危机。

综上,当传统职业身份认同依赖的媒体逻辑逐渐被数字平台瓦解,新的制度性身份还未形成之

前,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危机不仅体现在认识论层面(我不知道自己如何做某事) ,或是策略性的(做

某事不符合我的利益) ,更体现在本体论层面(这是件什么事,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35] 167 。 此外本

研究发现,媒体逻辑的瓦解深受数字平台宣传话语的影响,例如,受访者频繁提及的“去中心化” “碎

片化” “个性化广告”体现了平台逻辑相关的话语、价值观的渗透与再生产现象,这与 Rao 等人的研究

相一致,即一个逻辑要取代另一个逻辑的基本前提是,它能够提供一个替代性的目标,这有助于增加

个人去旧逻辑的可能性[38] 。
(二)职业地位的丧失

职业地位丧失感源于传统专业知识与技能无法有效适配数字平台塑造与调控的可见性。 可见

性( visibility)指信息能够获得他人的注意力,并强调注意力达到一定的规模[39] 。 随着受众参与行为

变得可追踪、可量化,平台逻辑的规范性与约束力逐渐显现:数字平台主导的可见性及其测量指标快

速渗透进广告行业,使用浏览量、评论量和点赞量等特定指标衡量广告传播效果逐渐成为一种被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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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采纳的行业规范。 更重要的是,可见性与量化可见性的指标与广告从业者职业地位的关联性增强

了。 在社会意义层面,广告信息被看见以及以预期的方式被关注,开始成为从业者的专业价值与职

业地位被普遍认可的核心标准。 受访者 M11 揭示了这一重要变化:
过去拼创意,现在重流量与数据。 客户看的是你能不能把抖音、小红书的流量做起来,ROI

(投资回报率)和曝光量变成了硬通货。 ( M11)
人们对广告的要求或者期待是,它必须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37] 48 。 因为广告的关键在于提

升某些对象(真实的或想象的,不一定是产品,也可能是生活方式、情感等) 相对于其他对象的可见

性[40] 。 数字平台的出现扩展了社会可见性场域的同时,也让可见性本身演变为供需市场。 当受众

注意力被塑造成具有经济价值与象征价值的稀缺资源时,行动者会为了资本展开竞争[13] 234 。 这意味

着他们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新的手段和策略才能获取职业生存与发展空间[41] 。 然而,内容生

产环节与受众互动相关知识与技能匮乏,洞察复杂受众的专业能力亟待更新,使得很多广告从业者

无法有效应对数字平台施加的可见性约束与挑战,进而滋生出“创作的优质广告常遭到冷遇”的无力

感与挫败感。 例如,受访者 F3 表示:
我们可以生产精美的内容,却不知道如何让这些精美的内容被更多的人看见。 ( F3)

广告的可见性越高越有机会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取得职业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升[42] 。 相

反,失去广泛的受众注意力以及对受众的影响力让从业者感知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正在失效,专
业服务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视,这给他们带来了强烈的职业地位丧失危机。

综上,职业地位丧失感源于数字平台重塑了广告可见性本身及其实现的规则与方式,并与其他

主体一道赋予了广告可见性重要的社会意义。 传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无法很好地适应新的制度环

境,导致了广告从业者的专业价值贬值感以及职业地位持续滑落的危机感。 职业身份认同困境既是

一种艰难的处境,也是专业人士重构职业身份的动力,下文将具体分析广告从业者如何通过多种身

份工作应对它们。 不过,应对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并不意味着危机完全消失,它也可能导致持续的身

份挣扎。

五、协商与平台逻辑的关系重构职业身份

身份不是静态的,而是流动的、有条件的和主观上可修改的[33] 350 。 为了应对一系列职业身份认

同困境,广告从业者开展了调整性的身份工作。 首先,他们通过确立职业身份参照点来应对存在意

义上的职业身份危机。 其次,他们通过重组职业身份实践化解职业地位持续丧失的风险,本研究主

要聚焦内容生产与内容传播这两大核心广告实践领域:构建以可见性为核心的内容策划与生产模

式,为了促进广告的网络化传播,增加广告人身份的亲近受众面向。 其中,确立职业身份参照点、构
建以可见性为核心的内容策划与生产模式体现了适应平台逻辑,亲近受众促进网络化传播则体现了

偏离平台逻辑。 整体看,重构职业身份并不意味着抛弃广告人身份,而是修复与更新,即广告从业者

通过多种身份工作赋予了它更加丰富的意义,从而拓展了职业身份的边界。
(一)确立职业身份参照点

1. 回归根本的专业价值

从业者开展了认知类身份工作。 他们将职业身份参照点与“广告为何不会消失”相关联,即,适
应平台逻辑发展职业身份意味着回归“根本的专业价值” 。 一位从业者如此阐述这一观点:

纵观广告的发展,传统的广告形式可能消失,广告业不会消亡,但要重拾懂人性、懂内容、懂
传播这些构成广告人不可丢失的根本的东西,才能适应专业在平台时代正在变快、变杂的现状。
( M8)

另一位受访者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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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受众的心理、洞察市场趋势、创造有深度和情感共鸣的内容,这些代表了广告最本质的

东西。 当下,这些能力并没有过时。 ( F3)
通过批判性的认识与解读逻辑转换带来的结构性职业身份认同困境,受访者把一个领域的资源

转化成另一个新的领域中积极的、激励性的能量[13] 255 。 即把传统职业身份的核心要素纳入新的职业

身份中,它们主要起着参照点与“脚本”的作用。 可见,为了缓解因逻辑之间的张力导致的职业身份

认同危机,广告从业者试图捍卫并重拾那些已被侵蚀,或不加辨别便被抛弃的传统核心专业价值,从
而维系新的制度性身份与传统职业身份的连续性。

2. 挖掘初始愿景

从业者开展了话语类身份工作,通过挖掘他们眼中的广告人“初始愿景” ,即理想化的广告属性

与目的,并论证它与平台逻辑的契合之处,为发展职业身份提供了去哪里(想要去哪里)和要注意什

么的指引。
提及最早的广告人,我想到的是孔子,李白、杜甫、范仲淹……这些历史人物对社会与他人

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适合碎片化的传播环境。 ( M3)
齐格蒙特·鲍曼认为,当一个理想的职业“自我”作为“重要他者”出现,并可以满足归属诉求与

象征意义时,他们便开始了构建身份、重建身份的劳动[43] 113 。 受访者将初始理想广告人与中国历史

上的名人群体进行关联,把职业身份定位为与商品、品牌相关的思想与知识的播散者[44] ,而非刻意

操控受众认知、情感与行为的中间人。 至关重要的是,理想广告人及其与受众的沟通方式不仅具有

可效仿性,它更契合了从业者在去中心化的连接逻辑下,对成为什么样的权威广告人的设想和期待。
综上,尽管职业身份参照点的指向不同,但两种路径均表明,他们通过锚定与解释“我们是谁”与

“我们想要成为谁” ,试图重新凝聚职业身份共识,以化解存在意义上的职业身份危机。 认知类身份

工作与话语类身份工作不仅仅是广告人群体对职业身份的主观自我生产,还激励着他们在具体的工

作情境中有效辨别与获取发展职业身份的资源,修复与更新广告人“职业身份系统” 。
(二)重新组织职业身份实践

1. 基于可见性的内容策划与生产

建构基于可见性的内容策划与生产模式是化解职业地位丧失危机的第一种路径。 平台媒体已

经取代“广播”媒体模式,营销人员不得不调整其传播战略,研究如何在平台媒体的社交网络上使其

内容、观点得到更开放的扩散并从中获取价值[23] 160 。 为了提升广告内容在数字平台上的可见性与获

取可见性指标,从业者开展了两种行为类身份工作:正确使用平台与关系性方法。
第一,正确使用平台。 多位受访者指出“不应该将平台视为单一的媒体渠道进行传统广告投放”

( F3、M7、M11) ,这表明该群体内部存在一种基础理念:有必要将平台融入广告生产工作中,且存在

某种“正确”的平台使用方式,这是制度压力固化为规范性实践结构的标志[45] 。 一方面,正确使用平

台意味着需要预测哪些内容更容易俘获平台受众的注意力,M7 将平台数据与算法形塑的集体受众

注意力视为“生态” ,认为持续了解更广泛受众感兴趣与关注的话题并将其融入内容中,有助于增加

广告被看见的可能性,甚至引发病毒式传播。
把刷社交媒体当成看广告年鉴,当成一个参考去看,真的要投入进去,去理解生态,在看的

时候就会想他们喜好的内容是什么。 ( M7)
受访者 M11 将有效观察与识别平台受众集体注意力的新技能称为“网感” :

广告人需要优越的网感,什么是网感? 网感是对平台资讯的敏感度和对周边变化的感知度

……注意热议话题,把品牌的价值主张做成热点的可能性更大(最后一句话是笔者个人总结) 。
( M11)
在正确使用平台规范下,从业者发展出了一种新型“受众调查”方式,它被用来识别、预测可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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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高受众互动的主题,并将其融入广告内容中。 可见,他们试图以广告内容为媒,将受众从被动接受

者转变成广告可见性的主动提供者,即通过促进他们积极点赞、评论、分享与演绎广告内容,在动态

传播过程中制造出不同类型的用户生成的广告可见性。 广告从业者的专业实践始终受受众兴趣的

影响,在平台调节的广告可见性与可见性指标约束下,这种影响更加直接、显性且即时。
另一方面,平台激发了用户的创新性,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消费,而是希望参与创作[46] 148 ,正确

使用平台意味着创造性地使用受众生产的内容。 受访者讲述了如何让受众间接参与广告内容的

生产:
过去,内容生产受受众的影响很小……现在我们常常浏览广告评论,有时从留言中获取生

产灵感。 ( M9)
从业者试图从受众的“互动痕迹”中获取内容策划与生产的灵感,将他们的反馈与分享转化为创

意的“养料” ,以获得新的创意视角,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品牌故事。 这显示出从业者试图让受众参与

决定哪些内容对建构品牌而言更有价值,但他们并未将此现象视作对内容生产自主权的侵蚀。 相

反,让受众以意见反馈者与创意灵感贡献者的身份间接参与内容创作环节,被认为是提升广告关注

度的有效路径。 因为与品牌的深度联结可能给受众带来切实的参与感,有助于提升他们共同塑造品

牌形象的主动性,在这里,受众群体的参与和广告内容的可见性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关系。
第二,关系性方法。 受访者 M17 透露,为了更加直接地了解平台规则以及提升内容被看见的可

能性,一些广告公司主动邀请平台方员工(平台逻辑的关系载体)讲解平台推崇的消费方式与消费文

化、平台功能等内容,这表明从业者通过主动建构跨组织关系网络的方式获得提升职业地位所需要

的制度性资源。 可见,职业地位的获得既是一场由技术平台引发的数字化实践,也是一场连接多个

行为主体的资源实践[47] 。
我们需要了解各平台的规则,它们各自对于人群 / 消费者的洞察与定义,基于平台后台数据

分析得出的内容偏好及话题维度,我们越了解他们,越能做出符合平台传播特性的策略和内容,
更好地为广告主服务。 ( M17)
综上,个体选择接受或遵从制度逻辑,可能是出于增强合法性或者是希望得到额外资源等单一

或复杂的动机[13] 216 。 为了提升广告被受众看见的可能性,从业者们密切关注数字平台形塑的受众注

意力、创造性地融入平台参与文化,以及主动搭建关系网络适应内外部环境的诸多“刺激” ,调整自身

的行为模式[48] 。 可见,他们正逐步发展出应对职业地位动荡与丧失危机的新策略:在内容策划与生

产实践中,从主要依赖自身经验与主观判断,向与数字平台的逻辑载体(数据、算法、受众、专业人员)
共筑转变。 然而,由于该策略对数字平台的依赖性较强,许多从业者坦言,接纳与适应数字平台因不

确定性导致的持续性焦虑已经成为他们的工作常态。
2. 亲近受众促进网络化传播

亲近受众促进网络化传播是化解职业地位丧失危机的第二种路径,亲近受众意在通过缩小广告

与受众间的心理距离、强化情感连接的方式,促进行动者之间进行信息的传递、交换与阐释,这是从

业者在平台逻辑外探索出的广泛触达受众的新方式。 由于涉及认知、话语与行为三类身份工作,本
研究将其称为混合性身份工作,主要包括:与传统身份分离( identity

 

undoing) ,生产新话语以及培养

洞察技能。
与传统身份分离,指个体进行自我重塑时,经历旧身份的瓦解及对旧身份的放手[49] 。 其中,自

我审视与批判是分离传统身份的关键标志。 为了应对职业地位丧失危机,受访者们深刻反思了广告

为何失去受众注意力,M16 的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
现在圈里有一个词叫“自嗨” ,就是 campaign 发出只有圈里人自己知道,我们当下要更多地

了解受众的真实需要,走出自嗨,才能让广告“出圈” 。 ( M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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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嗨式”工作情境中,受众作为“消失的他者”或被想象的“模糊他者”出现。 数字平台社会,
个体作为连接的节点,更加自主地获取信息、发表意见和输出内容[50] ,与“自嗨”相关的工作规范与

广告内容质量评判标准的局限性开始凸显出来,即职业群体内部评价高的广告在受众那里遭遇“冷

待” ,未能被主题化为行动领域的对象[40] 。 身份分离并非身份工作的终点,受众认知(受众本身及其

在广告系统中的角色)转变驱动的身份分离催生出了新的实践方法、新的原则和新的认同[35] 239 。 研

究发现,从业者通过建构亲近受众身份来应对“自嗨”导致的职业地位丧失危机。
首先,生产新话语增加广告人身份的亲近受众面向。 无论是个人采用的标签还是他人强加给他

们的类别都很重要,因为它们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所有的意义中,附加在我身份上的意义是什

么[51] ? 从业者创造了一系列新的职业身份话语,如“做普通人的嘴替” “跟真实的人玩在一起” “有

人情味儿” “说人话” “接地气” “不要自嗨要共鸣” 。 作为他们试图剥离的“自嗨”的对立面,这些话

语赋予了亲近受众以具体意义:强调将他们自己作为受众的代言人,这种关系注重建立二者之间的

紧密关联[52] 48 ,以及更加关注、欣赏、接纳超出主体自身的他人乃至更普遍的利益[53] 。 同时,这些话

语也指导着实践层面的身份工作。
其次,人们普遍认为能力的发展与职业身份的形成密不可分[33] 110 ,亲近受众还涉及磨炼洞察力

这一“硬技能” 。 在受访者的描述中,洞察力特指观察社会现象与理解他人的能力,它有助于捕捉受

众的真实需求、期望及他们对受众的意义。 受访者 M18 向我们描述了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磨炼洞察

技能。
洞察没有什么复杂的方法,想法不是凭空产生的,针对我们身边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

具体的人,跟他聊天……收集一些碎片的点,比如大家的敏感点、兴趣点,这样才能言之有物。
( M18)

类似的,M16 将洞察力及其培养称为“笨功夫” :
在一个网络资讯如此发达的年代,我们选择回到最原始、最笨的田野调查,去感受、对话、理

解、求证……我们的灵活就藏在这些笨功夫里面。 ( M16)
尽管洞察技能在日常工作中的呈现形式不同,但它总体指向一套“回到受众生活世界”的规范化

(程度较低)工作流程,由观察、记录与分析构成的循环往复过程。 洞察能力强调超越自身,去尝试了

解从其他人的角度所看到世界[54] 28 。 在鲜活的个案中思考,使得广告从业者自己对所要沟通的目标

受众有了可感觉的实在性。 换言之,当受众不再是被想象的对象,而是通过科学方法去发现、接近与

对话的鲜活个体时,从业者才能超越“自嗨” ,真正触及人们复杂、微妙与真实的社会生活需求,从而

提高以广告为媒,将更多分散的个体短暂聚合在一起关注与讨论同一个话题的可能性[55] 。 其中,受
众的情绪唤醒与传染是广告实现网络化扩散的核心动力[56] 。

综上,偏离平台逻辑,从业者开展了混合性身份工作,将与亲近受众相关的理念与洞察技能融入

日常工作。 尽管分离传统身份源于数字平台构建的注意力规则对广告行业的广泛渗透,但本研究突

出偏离关系,是为了呈现从业者在平台制度场域中的能动性。 即与依赖数字平台不同,他们选择自

主探索广告信息广泛触达受众的路径,生产能与受众产生情感连接的广告,而不是即时性、个性化或

者是以病毒式扩散为目的的广告,这一研究发现揭示了平台逻辑与职业身份关系的复杂性。

六、结论与讨论

(一)困境与重构:平台逻辑介入下的职业身份变革

在广告领域,数字平台的崛起不仅改变了广告的分发渠道,更重新定义了广告的生产、流通与消

费。 基于此,本研究以正在经历职业身份认同动荡的广告人群体为研究对象,初步探究宏观层面的

制度逻辑变迁如何影响微观层面个体的职业身份建构。 为了更加清晰地解释职业身份的变革,并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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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解数据中的各种概念及其关系,本研究开发了图 1 所示的模型。 该模型总结了数据分析结果,
并回应了本研究提出的问题。

图 1　 数字平台背景下专业广告机构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变革模型

(二)研究价值与意义

本研究响应前人的呼吁,基于制度逻辑视角,初步探究了数字平台背景下专业广告机构从业者

的职业身份变革问题,注重过程(制度逻辑扩散)分析与行动者的策略行为的重要作用[13] 262 。 具体

而言,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价值:
第一,本研究为数字平台背景下,专业人士的职业身份变革提供了有效的分析视角与分析路径。

本研究基于制度逻辑理论,将数字平台这一复杂生态系统形塑从业者职业身份的路径视为平台逻辑

介入下的个体职业身份管理。 在此基础上,基于日常职业实践,揭示了从业者协商与平台逻辑关系

重构职业身份的复杂过程,这不仅有效呼应了制度逻辑转变背景下典型职业相关的身份建构研

究[57] ,且提出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路径,可为系统性、精细化地探究行业平台化进程对职业身份的影

响提供了有益参考。
第二,本研究揭示了平台逻辑与职业身份关系的复杂性。 根据拉图尔的观点,“一切事物———观

点、秩序、人工器物、产品———在时空中的扩散,都掌握在人们的手中;而所有人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

行事……或放弃之,或修改之,或偏离之,或背叛之,或完善之,或占有之” [13] 162-163 ,而职业身份则是

在广告从业者与逻辑协商过程中被重构。 首先,正如托马斯·玻尔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在不同

的行业中,平台控制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仍然可以同时观察到,‘与平台标准保持一致’成了一

个更普遍的趋势” [58] 115 。 面对数字平台带来职业身份认同困境,本研究识别出两种不同的平台逻辑

适应形式:确立职业身份参照点,建构以可见性为核心的广告策划与生产模式。 深入地看,基于互动

视角,职业身份重构过程体现了平台逻辑如何被“转译”为具体的工作认知、目标与方式,它直接促进

了平台逻辑在广告行业的扩散,并强化了它对广告业与专业广告组织的影响。 换言之,平台逻辑形

塑了广告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广告从业者也在身份实践中塑造着平台逻辑的扩散方式与扩散范围,
二者深度交织与共同演进。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了偏离平台逻辑的现象,从业者通过集体性的审视

与反思“自嗨式”工作规范与广告价值评判标准的局限性,将其分离出去,并通过创造新的话语与培

养洞察技能构建广告人身份中亲近受众的面向,这揭示了从业者的能动性融入场域的动态运作机

制。 但正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当数字平台成为塑造广告场域的主导力量,制度逻辑形塑职业身份

的机制必然是复杂的,一些看似不受平台逻辑约束的职业行为背后实则隐藏着其“影子” 。 静态被动

接受视角或过分夸大行动者的能动性都可能遮蔽过程的复杂性。 因此,本研究主张,类似情境的研

究应当重点关注个体如何识别与确认偏离制度逻辑的可能性,以及偏离过程中面临的结构性压力与

阻力。
第三,研究发现凸显了平台逻辑介入下身份工作的异质性。 职业身份的建构属性意味着身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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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是脆弱的,当人们感知身份受到威胁时,会通过身份工作维护和修复它,即便是广告人这一职业群

体,在面对数字平台这一制度性力量给职业身份认同带来的冲击时,依然显现出了多种职业身份的

维护与修复行为。 具体而言,确认职业身份的参照点体现了两种身份工作类型:认知类身份工作与

话语类身份工作。 重新组织职业身份实践则涉及行为类身份工作与混合性身份工作,这些研究发现

进一步丰富了身份工作的具体表现形式[9] 。 此外,与职业社会学相关研究比较,本研究发现基于可

见性的广告内容策划与生产,亲近受众促进广告的网络化传播集中体现了广告人职业群体身份工作

的特殊性,即相较于引用独立与强大的专业教育与专业基础定义职业身份,专业广告机构中的从业

者更加注重从琐碎的职业实践、复杂的工作关系中培养与磨炼专业能力,如应对陌生情境的能力、跨
越专业边界的素养[59] 。 因此,他们能够更加灵活、快速获取周围可用来发展职业身份的各种资源,
包括制度性资源与非制度性资源。

第四,本研究为行业平台化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 已有研究通常关注传统行业如何被数字平台

塑造,如新闻业与数字平台的制度同构现象。 或者数字平台孕育了哪些新的劳动形式,如平台零工。
本研究将平台化研究延伸到职业身份认同领域,关注的问题、采用的研究视角及研究发现并非已有

行业平台化研究的补充。 基于此,本研究主张将数字平台与职业身份的建构 / 重构研究视为平台化

研究的新领域。 未来可重点探究不同行业专业人士职业身份建构 / 重构的共性与差异性,例如广告

行业与新闻行业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变革差异尤其值得探讨,可就可见性逻辑对其的差异化影响展开

深入研究。
研究结论对实践也具有重要启示。 鉴于国内专业广告机构普遍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管理者有必

要深入理解职业身份与制度逻辑间的动态关系,从而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与支持方案,以提升员

工的变革共同体意识。 具体而言,研究结论表明制度压力会引发职业身份的改变,这为组织提供有

针对性的支持,以促进广告从业者积极思考讨论,发展相关的身份特征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已有

研究发现角色模糊可能造成焦虑、压力与倦怠问题[60] ,本研究基于丰富的经验数据,细化了数字平

台背景下广告人职业身份的多个构成。 专业广告机构的管理者可据此制定针对性的策略与方案,使
得从业者能够更加清晰地了解与特定职业角色相关的任务与期望,进而缓解他们的心理困扰,提升

工作的意义感。
(三)研究展望

数字平台与职业身份研究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拓展。 第一,平台逻辑的内部差异性尚待深入讨

论。 例如,不同类型平台(如内容平台抖音、电商平台淘宝)的逻辑存在显著差异,如抖音重算法推

荐、淘宝重交易转化。 未来可进一步探讨平台逻辑内部的差异对职业身份的影响。 第二,本研究使

用访谈法收集数据,初步勾勒了数字平台背景下广告从业者的职业身份重构图景。 未来研究应纳入

更庞大、更加多样化的样本,除了覆盖更多岗位类型与城市外(如二三线城市) ,还需将广告主以及平

台方的员工纳入进来,进一步丰富与细化平台逻辑在职业身份领域的表现形式及其扩散路径。 此

外,未来可增加参与式观察数据,如选取 1 ~ 2 家广告机构的项目组,跟踪完整的项目周期,记录从业

者在平台对接、内容生产、效果复盘等环节身份认知的变化,以弥补访谈数据动态性不足的问题。 第

三,未来有必要持续追踪专业广告机构的平台化进程对职业身份的影响,进一步深化对本研究关注

问题的理解,修正研究结论,以弥补因研究时段限制导致的结论时效性问题。 第四,生成式人工智能

正深刻重塑内容生产领域,越来越多的机构鼓励员工借助人工智能平台生成创意,未来可探讨生成

式人工智能是如何具体塑造创意人身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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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s
 

and
 

Reconstruction:
Profession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Practitioners
 

in
 

Specialized
 

Advertising
 

Agenci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Platforms

Ren
 

Wenjiao(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Digital
 

platforms
 

have
 

profoundly
 

reconfigured
 

the
 

advertising
 

industry
 

and
 

professional
 

adver-
tising

 

agencies,and
 

practitioners
 

face
 

pressure
 

and
 

confusion
 

in
 

change
 

in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This
 

study
 

employs
 

institutional
 

logics
 

as
 

a
 

perspective
 

to
 

analyze
 

how
 

digital
 

platforms
 

shape
 

professional
 

identi-
ties. Specifically,this

 

study
 

investigates
 

how
 

practitioners
 

manage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through
 

identity
 

work
 

when
 

platform
 

logics
 

penetrate
 

their
 

specialized
 

domain.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process
 

of
 

profession-
al

 

identity
 

transformation:from
 

professional
 

identity
 

dilemma
 

to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We
 

iden-
tified

 

two
 

primary
 

form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dilemmas: the
 

existential
 

crisis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professional
 

status
 

loss. Furthermore,practitioners
 

reconstructed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through
 

negotia-
ting

 

relationships
 

with
 

platform
 

logics:developing
 

new
 

identity
 

referents
 

and
 

reorganizing
 

professional
 

prac-
tices. The

 

former
 

involves
 

reaffirming
 

fundamental
 

professional
 

values
 

and
 

uncovering
 

the
 

initial
 

vocational
 

vi-
sion. The

 

latter
 

entails
 

building
 

visibility-oriented
 

content
 

curation
 

and
 

production
 

models,and
 

forging
 

closer
 

connections
 

with
 

the
 

audience
 

to
 

promote
 

networked
 

communication. Overall,professional
 

identity
 

transforma-
tion

 

refers
 

to
 

adjusting
 

and
 

refining
 

their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within
 

the
 

new
 

institutional
 

context,thus
 

endo-
wing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with
 

richer
 

meaning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verse
 

rela-
tionships

 

between
 

platform
 

logic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highlights
 

the
 

heterogeneity
 

of
 

identity
 

work,
which

 

explains
 

how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are
 

reconstructed
 

in
 

digital
 

platform
 

contexts, and
 

expands
 

the
 

boundaries
 

of
 

institutional
 

logic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y
 

research. In
 

addition,this
 

study
 

offer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ystematically
 

examine
 

how
 

digital
 

platforms
 

shape
 

practitioners􀆳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Key

 

words:digital
 

platforms;advertising
 

agencies;institutional
 

logics;platform
 

logics;professional
 

iden-
tity;identity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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